
SASS-Workingpaper No. 01/2011 

1	
  

	
  

 

 

 

The	
  Dualistic	
  Knowledge	
  System	
  in	
  20th	
  century	
  China	
  –	
  

Science,	
  Pseudoscience	
  and	
  Pragmatism	
  

 

《现代中国的双重知识体系——科学、伪科学与实用主义》
1
 

王马克 (M.A. Matten) 

 

“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中国

以适应科学的世界。一个迷信的国家是很难在科学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的。”
2
 

                               ——陶行知（1891—1946）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致上凸显了一种共识，即中国可以部分或者

完全地重现西方式的现代化。追根朔源，这一观念来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所

预言的，普世的，世俗化的救赎。自晚清以降，中国投身于一场翻天覆地的现代

化变革，这便是其背后最为深刻的动力之一。五四之后，“德”与“赛”备受推

崇，这个版本的现代化蓝图也变得尤其引人注目，并且相当稳固地延续到新中国

                                                        
1 我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Julia Hauser, Jana Cyrol，Jonas Humpert和王明德所提供的协助与

意见。本论文的翻译是王楠和王明德完成的。 
2 出自Schmalzer 200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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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后。当时的共产党政权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拯需打造现代式的国家机器，

以哺育其众多的人口，并提供适足的公共教育及医疗。为此，政府不仅推广科学

知识，从苏联广泛引进农、工、医学方面的新兴技术，又掀起了一场瞄准迷信的

硬仗。
3
 也正因此，来自西方的技术及相关的生产方式，还有深植于五四时期的

经验和理性两主义，被人为地推向了传统应用型知识的对立面。 

虽然在建国的头十年间中共都积极接受来自苏联的援助，然而这远不足以满

足其举国发展的需求。这个问题在大跃进后变得尤为显著。特别是1961年后，中

苏同盟瓦解，外援断绝，使已入困顿的现代化建设雪上加霜。这促使人们深入地

反思如何想象现代性的问题。此时，进步的观念仍然是衡量现代性的标尺，但获

得进步的手段 — 尤其是在生产力方面 — 已经历了迅速的变化。与此呼应，六

十年代晚期的中国见证了一场重振“失落”知识的运动。传统中医的复兴就是令

人惊讶的一例。随着它被广泛应用于人和牲畜的临床诊疗，赤脚医生和赤脚兽医

也在六七十年代应运而生。 

本文将在农业发展的宏观买落下展示两种知识体系 — 西式实证医学和中

医/中兽医 — 各自运行的方式。我将利用兽医手册、教学材料和图片等史料来

重构这两种知识体系在乡村社群中被建构、转化和普及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

此二者之间并无莫大的冲突，反而被组合地颇为融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用

何者属于非常实际的考量，与政治无关。但通过关注这场科普运动背后的动力与

意图，我们可以重新审视1978年前的中国人到底如何理解“科学”这一概念。 

                                                        
3 如果想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反迷信斗争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可参见奥利·布龙（Ole Bruun）：
《中国风水——处在国家正统学说与民间信仰之间的风水文化》，2003)；关于现代中国科学主义

的起源，参见郭颖颐（Kwok）：《1900—1950年中国的科学主义》， 1965；关于1920年代和30年
代的的反迷信斗争，参见张倩雯(Rebecca Nedostup)：《迷信制度——宗教与中国现代性的政策》， 
2009；瓦格纳:《五四的经典化》，出自《文化资本的挪用：中国的五四运动》，2001；杜赞奇：《从

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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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与科学——1949年前的中医 

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后，尤其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医学知识体系经

历了深远的变革。对医疗全新的思维方式被引进，新的诊断方法和临床治疗出现。 

一种基于实证的医学取代了传统的整体主义医学观念 — 即二十世纪所谓“传统

中医”（TCM）；它往往以用统计和量化的标准来检验医疗的成败。对西医的引进

十分成功，因为它诠释了欧洲和日本得以“强兵”（身心两方面）的原因。甲午

战争后，日本吞并台湾，并自1901年起在台湾推行急进鲁莽的现代化政策。其中

就包括废止中医。五四运动时，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精英以及资产阶级中走红一

时，陈独秀、鲁迅、胡适和孙中山等人也纷纷呼吁以西医取代中医。 

1928年，北伐成功的国民党建立新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并准备在未十

年间推动席卷社会、政经生活方方面面的现代化。作为该蓝图的一隅，卫生部在

南京成立。由此，中国首次拥有了统管人民健康的全国性机构。二九年初，首届

全国卫生会议在西医界的主持下召开，并一致通过了废除传统医药的议案，以为

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扫清障碍。正如雷祥麟的研究所示，这使得传统中医（他

们在国医运动中组织起来，以中医为抵御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手段）一分为二，

且将此分歧保留至今日（所谓 bifurcated medical field）。与其说这是中和西

医间的结合，不如说 — 拜医学的政治化所赐 — 它创造了两种无法调和的知识

体系，一边是科学化的西医，另一边是传统的、被神秘化和迷信化了的中医。 

留日学医的余云岫（1879-1954）曾于1928年说： 

「是故吾人近来之所以大声疾呼。提倡医学革命。垂涕而告国人者

岂有他哉。痛旧医之不由科学，医政之不统一。卫生设施之窒碍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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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夫之诮之不能涤除。」4 

对余云岫而言，为了让医学变得科学，一场革命在所难免。对旧医典的研究

使他深信中医缺乏科学的成分，也是其主张废止中医的主要原因。5	
   余认为中西

医无法调和的理由是： 

「今天的医学已经从治疗提升到预防阶段，从个体拓展到社会层面，

从针对个人疾病的治疗扩展为对整体人群的医治。现代公共卫生服务基

本建立在相应政治背景下的科学医疗知识上的。因此我在这里提出4条理

由来证明废弃中医的合理性。」6 

余的建议与当时流行的目的论一致，即认为医治民族远比医治个体重要。由

于深受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在中国推广科学医疗十分必要: 

「我认为如果不借助政治的力量，就没有办法在中国推广科学医疗。

如果我们继续只集中于向民众进行宣传，那么在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内都

没有人会理解科学医疗的功效。」7 

余云岫所谓中西医的对立最多是原则性的。然而从那时起，这种界分已经影

响了中国和西方的医学话语。
8
 另一个后果是，中医由此被认为不科学，乃至是

一种迷信。非科学思维是指与普遍接受的科学准则不一致的思维模式。而科学准

                                                        
4 余云岫, 前言，出自《新医与社会汇刊》,第一期，1928年，1－2页。 本文的翻译出自雷祥麟 
1999.  
5 参见雷祥麟 1999: 12.  
6 出自 K. Chimin Wong和Wu Lien-teh (1936):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61-165页, 也参见雷祥麟 1999: 13.  
7 Yu Yunxiu (1935): How to Popularize Scientific Medicine in China, in: Shenbao Medical Weekly, no. 
111, 也参见雷祥麟 1999.  
8 在这里我必须要指出，这种二分法首先在卫生服务更加西方化的沿海城市得到认同。由于经济

优势和更高的医疗标准的吸引，受过西式训练的医生更喜欢待在条件优越的沿海城市，而不是去

乡村服务。所以乡村地区只能忍受那些传统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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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又是基于真伪二元对立的原则，来系统化地积累和组织知识。其目的在于以逻

辑和理性的原则来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而不是把事实当成不言自明的。在现代，

科学常常成为自然和物理科学的同义词，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认为它对立于传统

实践，如风水、占星术、占卜术，以及对超自然现象的笃信。这两种知识体系是

否可以被整齐地划分成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仅以上述标准界分）？这不仅仅是

一个修辞上的问题，而且已经过了史学家们仔细探讨。李约瑟（Joseph Needham）

认为，文化是妨碍中国人将其技术成就（如四大发明）拓展为科学的重要原因（马

克思·韦伯Max Weber也持此观点）。对他来说，中国文人无法理解关于自然法则

的观念： 

「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并非是无序的，但是这秩序不是由理性的人

来控制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理性的人是无法用他们的世俗语言详

细说明规律的神圣符号的，这是他们很久之前就判断出来的。实际上道

教徒对诸如认为宇宙是微妙而复杂的观点十分鄙视，因为他们是直观地

去感受它的。」
9
 

然而，在李约瑟看来，这些道教传统是前科学(proto-science)，而非伪科

学。与这些相对保守的论调相反——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认为中国的政治体

系对科学化进程充满敌意——席文(Nathan Sivin)认为中国在十七世纪时已经

有过科学革命，尽管历史学家还不能全面了解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后果。

因此，中国曾否发生科技革命的问题，对史学家而言意义不大。不管从何种立场

出发都无济于事，只是再造一套源于五四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毕竟，划分科学

                                                        
9 Needham和Wang: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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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科学的动机常与意识形态结合。
10
 我则认为应该用超越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提

出问题，以包容多样化的科学观念。这一路径的有效性，是因为它能描述一个竞

争的体系，其中容纳了多种多样的科学。在此前提上，我们才能获得创新与进步。

以此而言，我们或可比托马斯.库恩更进一步。他在那本影响卓著的《科学革命

的结构》所描述的，仅仅是单一科学体系间的取代。 

科学史已显明，对科学开放的定义总是伴随着纵容伪科学混迹其中的危险。

伪科学披着科学的外衣，却不受公认的科学原则及标准之约束。
11
卡尔·波普尔

把可证伪性作为划分科学与否的界限：科学的理论，只能是可以被证伪的理论。

否认这一点的科学，在波普尔看来，即意识形态。无怪乎伪科学常常扮演政治工

具的角色，被某某科学家挥舞着砸向同行（伪科学家当然不会自认其罪）。在毛

泽东时代，李森科主义就是个有名的伪科学案例，且其学说于1948到五六年间风

靡中国。苏联人特罗菲姆.李森科（1898-1976）否认接受杂交理论的孟德尔遗传

学，并且宣扬一套可以追溯到让-巴提斯.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

获得性遗传观念，却拿不出科学的证据。这个例子说明，虽然科学与非科学之间

有着清晰的界线，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却没有。因此，在2002年，当享有盛誉的伊

希斯参考书目（Isis Current Bibliography）不再将伪科学列为单独的一类时，

某些科学史家颇感困惑。现在，占星术、炼金术这样的学问被平等地和天文以及

                                                        
10 金观涛和刘青峰 (2006): 从「格物致知 」到 「科学」、「生产力」－ 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

思想史研究，出自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105－155页。 
11 关于伪科学的界定标准，我赞同马里奥·邦格（Mario Bunge）《划分科学与伪科学》和斯文·汉

森（Sven O. Hansson）:《界定伪科学》文章中的观点。汉森认为假设要成为伪科学，必须要符

合两个标准：1、它是不科学的，2、它的支持者会力图使之显得科学。关于伪科学曾有过很有趣

的讨论，可参见Dirk Rupnow等编的《伪科学》。也可以参考其他的书，如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的《为什么人们会相信——伪科学和这个时代的其他困惑？》1997，和迈克尔·弗里

德兰德(Michael Friedlander)的《在科学的边缘：科学、有争议的科学和伪科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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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放在一起。此举将给科学史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尚需观察。
12
 

此外，伪科学适逢一个文化相对主义时代的到来。这使其能够标榜文化，自

夸自卖；也暗示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破产之后，文化已成为话语操作的中心

概念，兼后意识形态时期唯一政治正确的切入点，动辄抬出科学界的标准已经不

大管用了。这也是当前中医风靡海内外的主要原因。不论在中国或者西方，它都

被视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13
 虽然身为“钦定”的科学，中医却依

然备受某些学者的批判，包括张功耀
14
、何祚庥

15
、方是民（笔名方舟子）

16
等等。

他们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并建言将其从公共卫生系统中剔除，指责中医之弊大于

利。问题在于，中国的科学西方化 — 对现代科学思维和教育系统的引进 — 已

经如此深入和广泛，中医何以容身？目前，对中国的未来而言，科学的进步不可

或缺。宣扬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不仅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深深扎根

于中共的政治之中。
17
 

在下文中，我不准备重述中医再兴于20世纪的细节，也不准备强调种种“科

学化”中医的举措。本文所关注的则是毛时代乡村地区的兽医史。不同于发达的

沿海地区，内地农村缺乏医疗资源（1965年，毛适时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将赤

                                                        
12 关于这个书目参见http://www.ou.edu/cas/hsci/isis/website/index.html. 对于这个取消的后果，参

见Michael Hagner的文章，于Rupnow 2008: 21-50页.  
13 在2007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

族医药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讲话明显与流行的文化主

义相符，尽管政府同时也强调科学发展观。 
14 张功耀建议告别中医，把它们从全国卫生系统中剔除出去。在一篇名为《告别中医中药》的

文章（发表于2005年的《医学与哲学》杂志）中，他指出，从文化进步、尊重科学、维护生物多

样性、人道主义等医学角度看，应告别中医中药。作为对观点的一个回应，中国中医研究院同年

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15 何祚庥是一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对待超自然和非科学思想的问题上像一个狂热

的十字军战士，视中医为伪科学。 
16 方是民的网页《新语丝》(http://www.xys.org) 在中国引起了很多激烈的讨论。 
17 参见Zhang	
  etc.	
  1997,	
  Ouyang	
  2003。中国人关于科学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争论最早发生在20
年代，所以中共早已经尝试把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绑在一起。在中共掌管中国的这些年，科

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盟被不断的援用以证明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参见Fan 2005，Matte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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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医生系统作为解决方案），
18
 针对牲畜的医疗同样匮乏。改善兽医条件即成为

农业现代化的中心环节之一，这其中也包含对非西方兽医知识的应用。 

 

五六十年代的农业现代化 

历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国的农业损失巨大。因此，提高谷物和肉类的

产量成为社会主义初期的中心问题，而1956年到六七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正是此类发展项目的代表。其在前言中提到：“这个纲要是在我国第一个到第三

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便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

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斗争纲领。” 正如毛泽东在1955年的讲话中

所示，农业的技术革新应当与社会变革同步进行：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

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

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

（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

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

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

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19 

共和国早期的农业技术革新，则主要包括： 

� 建设蓄水工程 

                                                        
18 在一次听取卫生部工作报告时，毛泽东提出了6·26指示，指出目前医疗服务过度集中于城市

地区，忽视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人口。参见《对医务人员的谈话，1965年6月26日》，出自《毛泽

东文选》。毛自己是很相信中医的，可参见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撰写的《毛主席的私生活：毛泽

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19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三——二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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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 

� 机械化 

� 推广最适宜及最多产品种 

� 推广高产作物 

� 改善土质 

� 推广更有效的耕种方式（密殖） 

� 养殖家畜 

� 除虫和治疗其他农作物病害 

� 开垦荒地 

当代中国史学家已经探讨过其中的诸多问题，但绝大多数都是从社会学或政

治学的角度出发。这些研究通常涉及农业机械化（Sigurdson 1980）、苏联援助

及其对农业现代化之影响(Bernstein和Li 2010)、赤脚医生(Scheid 2002)、病

虫害控制(Stavis 1975, American Insect Control Delegation 1970)、技术与

政治(Lee 1973)，农业总体发展(Perkins 1969, Stavis 1975)，种植区域的扩

张(Shapiro 2001)，以及乡村工业化(Sigurdson 1977)等领域。 

与此密切相关的研究则涉及科学在社会底层、农工大众中的普及。杜润生于

五十年代末，以及巴克（Baark)、蔡剑锋(?)、加勒特·奥基夫（ Garrett 

O’Keefe ），还有德尔曼（Delman）于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后者针对当代中国的

研究），都是个中经典。中共试图将农民纳入国家建构的进程，所以这些科普工

程的核心都服务于农业的现代化。为了将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现代性付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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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政府不得不在本与科学相距甚远的群体中推广科学思想和行为。在此背景下，

普及化意味着以一种服务受众、简单易懂的方式来传播科学发现，采用语言或者

形象的表达方式为媒介，且让体制内外的各色人等共同参与。在此，科学技术以

非学术的外表出现。而科普则囊括了一揽子的社会化过程，并以一种特殊的语言

形式将专业知识输送给普罗大众。 

随着科技知识受众群体的变迁，对科学和科学思维的评判也会发生剧烈的变

化。然而，当下的研究大多对转型社会中科学思维的社会与政治效应避而不谈。

毫无疑问，自二十世纪初，现代性、科学与进步思想的合流就已深刻得影响了中

国的知识阶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共节节上升之时。这一时期，现代

化与强国的重任已经不再局限于精英，也扩展到社会下层。这不仅深远地影响了

社会变革，且引发了科学概念本身的变化。科学与科学观念不再局限于城市（精

英居住的地方），也将乡村群体及乡土化的知识囊括了进来。当毛泽东将目光从

城市里移开，转向乡村并将其作为革命的动力时，后者便，至少在原则上，获得

了一种崭新的表达之权力。被理想化的农民成为了真正的、乡土的历史主体，也

便不能再被放在落后与保守的一方了。 

从宏观的角度视之，政治领袖期望以此获得大义名分，进而巩固统治 — 尽

管在当代中国，这一意图依然健在，其内容却已从平均主义和消灭剥削转为了现

代化与进步。而新旧政权的更替，则被说成是为了满足普及科学以建设社会主义

的需求 — 或被适时地称为“当务之急”。自然，工农大众，而非资产阶级，才

是这个国家理所当然的新主宰（杜润生1959）。 

这种新的政治趋势也深刻地影响了对科学、及其作用与本质的定义。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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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科学在中国丧失了霸权地位，结果苏联专家也尽行撤走。

此前，他们在五零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抵达中国，协助其经济

发展，
20
 中国也因此经历了科学技术的剧变。十余种有关工农业发展的期刊出现，

部分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比如《中国畜牧报》、《农业机械》、《遗传与育种》、《农

村科学实验》、《中国农业科学》、《农村科学》、《农业知识》（1951-83）、《农业技

术》（1957-68）。其中后两种都是普及农业科技知识的刊物，着重面向农村人口。

就总体的科学技术而言，当时的杂志有《学科学》（1956-66）、《科学普及工作》

（1951-58）、《科学大众》（1937-50）、《科学普及资料》（1972-74）和《科学画

报》（1933-66）等。值得指出的是，到六十年代末，这些期刊不再钟情于留苏归

国的专家，而又重新聚焦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相应地，不同与多数研究著作的

观点，这些期刊并未将科普及作为自上而下的知识传递。
21
 相反，科普的模式是

循环的。科普运动中不断强调的一点恰恰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可以科学地思

维和行动。科普不仅仅是让科学知识进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也带着明确的政治

目的，即促进社会的融合与一体化。这一目的决定了，科学普及必须包容各种不

同的知识体系，其中有些并不符合五十年代来自苏联的对科学的定义。下文中，

我将展示作为农业现代化一隅的，循环式的科学知识转播模式。我选取的案例来

自一个在之前的研究中基本被忽视的领域：中国乡村兽医的变革。 

                                                        
20 中国感受到了科技上的巨大变化，包括了上万本书籍的翻译，从文学到自然科学与技术。它

的工业化得到苏联219个工业计划的巨大支持，包括炼钢厂、炼油厂、飞机和卡车工厂，以及发

电工业。另外，中国接受了工厂和企业发展的蓝图，其中包含了用于生产进步和机械设计的科技

信息。 
21 Daum, Andreas (1998): Wissenschaftspopularisierung im 19. Jahrhundert – Bürgerliche Kultur, 
naturwissenschaftliche Bildung und die deutsche Öffentlichkeit, 1848-1914. München: Oldenbourg; 
Hilgartner, Stephen (1990): The Dominant View of Popularization: Conceptual Problems, Political 
Uses,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20, pp. 519-39; Knight, David (2006):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idea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Kretschmann, Carsten (2003): Wissenspopularisierung – Konzepte der Wissensverbreitung im 
Wandel. Berlin: Akademie-Verlag; Shinn, Terry und Richard Whiteley (eds.) (1985): Expository 
Scienc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Popularisation. Dordrecht/Boston: Lanc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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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兽医的变革 

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对付各种牲畜疾病。针对威胁家畜养殖的各类

传染性疾病，培养医疗防治人员十分重要。1949年九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

议上，代表马明方就提出农业增产是西北解放地区的中心问题。相应地，五十年

代见证了牲畜疾病防治手册的大量出版。此类出版物是科普运动的核心，在五十

年代初期广泛印发，并对农民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手册的用语朴实，无需专门

知识就能理解，且常以技术插图配合讲解。
22
 畜牧业的手册通常涉及到饲料、育

种（人工受精）、提高繁殖机率，牲畜疾病防治等问题。
23
 经验报告则是用来评

价上述措施是否有效的重要参考。不少个体公社的成功经验闻名一时，
24
 比如大

寨之类的模范村庄。
25
 畜牧业方面诸多类似的报告都在地方或全省范围内出版，

也有一些刊登在如《农业知识》（1951-83）这样的全国性刊物上。就前者而言，

典型的例子是湖北的《农业生产先进经验》，以及在广东出版的《广东省农业生

产先进经验》（都在1956年）。就后者而言，典型的就有大跃进时农民为了提高生

产力，而共同交流养猪的例子。例如，某份报告就讲述了投稿者的家乡用牛粪养

猪的经验，认为这样既可节省草料，又能超额完成任务，甚至还可以致富： 

                                                        
22 除了这些出版物外，模范农场与广播和报纸上的研究报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3 参见陆思曼著 (1957): 《家畜饲料配制基本知识讲话》。科学技术出版社； 《苏联家畜繁育

的先进理论和经验》 (1956)。 财政经济出版社； 刘瑞三，沈延成著 (1958): 《家畜饲养》。上

海科学普及； 谢国贤，陶履祥著 (1951): 《家畜病理学总论》。 商务印书馆； 阿甫脱克拉托夫

著 (1956): 《家畜解剖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谢裕通著 (1951): 《家畜疫病手册》。 中华书

局； 斯克李亚平等著 (1954): 《家畜寄生虫学简明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福建省农业厅编

写 (1959): 《养猪饲料多得很》。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省农业厅编写 (1957): 《养猪手

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编辑 (1956): 《祖国优良家畜品种》。 科学出版社。 
24 参见《办好人民公社 – 发展农业生产》 （1961，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系列，其中有《万荣孙

吉公社群众性经济活动分析的经验》，《闻喜东镇公社变落后队为先进队的经验》，《武乡凤台坪清

徐南绿树定额管理的经验》，《汾阳幸福公社冀村生产队执行 “三包一奖” 制的经验》。 
25 参见全国农业学大寨 – 先进典型经验选编, 1975 (北京人民出版社)，《怎样学大寨赶先进》, 
1965 (农村读物出版社)，《农业学大寨讲话》，1973 (福建人民出版社)，《坚持斗争 革命到底 – 大
寨和昔阳的新鲜经验》, 1974 (湖南人民出版社)，《发扬大寨精神 实行科学种田》，上海市科学

种田经验选编, 1974 (上海人民出版社)，《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全国农业机械化典型经验选编, 
1975 (农业出版社，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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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县推广牛屎喂猪，群众的思想转变是三步曲，由怀疑到相信，

最后是向别人宣传。连北一社社委会决定要试用牛屎喂猪的时候，两个

饲养员思想都不通，又觉得奇怪，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一边做一边还咕

噜着：“确是千古奇闻，教猪来吃屎。”吓！真的，头一餐就抢着吃得饱

饱的，以后看见猪的生长很好，他们算了算账，一天节省三分二糠，养

大一头猪，社可以多赚多少钱？！更开心的是，从前天天喊缺糠，现在

再不愁了。连南一社的饲养员焕好，初时不仅自己怀疑，连其它的社员

也好心的劝他说：“唉！难为这些猪呀。”“如果牛屎都可以喂猪，早就发

大财了。”过几天，果然猪食得好，长得好，社员才信服地说：“真系得！”

有些春节去探亲的也到处宣扬牛屎喂猪好。」26 

作者在结尾处诉诸科学依据，告诉读者这一饲养方法已为四十年代晚期的实

验所证实，也便突显出其内容的可信度。此类期刊刊登经验报告的目的，正是为

了将相关的农牧技术在全国范围推广。而上述事例也绝非例外，在有关家畜养殖

的经验报告和手册中，还能找到各式各样提高产量的“偏方”。 

 

畜牧手册 

上述畜牧手册是向农民宣传科学知识和思维重要方式之一。畜牧手册的重要

性仅次于作物栽培、农具、防治病虫害方面的手册；为了与时下流行的意识形态

保持一致，这些手册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强调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农业之

必要性。正如毛泽东1942年所说，“畜牧的最大敌人是病多与草缺，不解决这两

个问题，发展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48：41）。  

                                                        
26 陈焕: 《用牛屎喂猪的办法好》, 出自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办公厅1958: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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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需指出的是，这些手册序言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过于泛滥。根据其

出版的时间，这些手册或引用毛主席语录，或诉诸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等当时

的政治运动。比如，某本有关禽病的手册（禽病防治编写组1975）就强调防御疾

病时不能走刘少奇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如不能重治轻防政策，而应防重于治。

这种环境下，人们认为传统中兽医也是促进畜牧业发展，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此

点借“预防为主”的口号，在众多出版物中被反复提及）。此外，对刘少奇和林

彪的批评对准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迷信专家，重洋轻土。例如，1972

年《猪病防治》的编辑就指出，刘林二人的唯心论和先验论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

辟。在牲畜疾病防治上应该土洋结合，而非阻拦传统兽医运动，陷入民族虚无主

义。 

尽管序言的政治味很浓，这些书的主体还是在解决实际问题。其章节包括解

剖学、卫生标准、识别传染病和病毒性疾病、寄生虫、治疗常见病（多数是新陈

代谢和食物中毒方面的）、手术、药物治疗等等。与鸡病治疗手册相似，上海政

府应贫下中农民和赤脚兽医的要求，出版了一本有关猪病治疗的手册。参与编写

的人来自上海郊区各县畜牧兽医部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上海

市农业局、上海市食品公司、上海市乳肉管理所。手册最终定稿后，检查组下到

江西和浙江的农村吸取当地农民的经验，收集中医草药的信息。编辑们通过介绍

基层的经验和知识，在序言中驳斥了林彪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因为这两人

都曾认为当兽医需要大量的学习，并且声称它的专业性让门外汉难以上手。在极

左派看来，这就是官僚主义的趋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痛斥。结果，毛泽东

思想强调的自主和实践重于理论，反倒使得不少来自乡土的兽医知识得到推广。

而这种意义下的中兽医既是一种政治理想的化身，也成了一条由上方背书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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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途径。毕竟，毛泽东早在五八年就定下了调子：“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

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当然，中兽医的出现并非匪夷所思的现象。毕竟早在1929年，国民党就动手

禁止中医，却无法阻挡其复兴。《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兽医卷》引用晋代

（265-420）的《肘后备急方》，描绘了中兽医一千多年来的发展史。但此处的引

经据典并非文化民族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理想的标志，而不过只是延续了一个早在

五八年，王毓瑚的《中国畜牧史资料》中就被重新发掘的传统。该书以历史的眼

光看待中兽医的起源，描述了畜牧业从先秦到清代的发展，以及重要家畜（马、

猪、牛、鸡、鹅、羊和驴）的育种、饲养、医治等知识技巧。
27
 中兽医与中医共

享一套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的理论。通过立足辩证论治理论，应用传统治疗方法，

中兽医可以在理、法、方、药的基础上进行治疗。其诊断方法为望、闻、问、切，

“四诊”；以及结合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的八纲辨证，再加上观察

症候。
28
 

七十年代出版的两本书，《猪病防治》（1972）和《猪病防治手册》（1971）

就将中兽医作为有效的手段推荐给农民。两书的结构类似，包括： 

1. 猪的解剖生理知识 

2. 中兽医学和中草药 

3. 针灸疗法 

4. 常用药物 

                                                        
27 王毓瑚在序言中说写作这本书的计划是在遇到一位苏联专家后作出的，他们曾于1955年在北

京农业大学相遇。这位专家——书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鼓励他梳理一下中国养殖业的历史。 
28 参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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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疫 

6. 常见疾病的防治 

7. 中毒病 

和许多其他著作一样，它们介绍了一些潜在疾病以及治疗方法，如使用特制

营养品、中药或针灸治疗维生素缺乏。总体而言，这些手册都更倾向于整体主义

的治疗方法（重治根甚于治表）。例如，针灸在多数手册中都有提及，甚至也出

现在西医教材中。另外，其开列的药物既有氯仿、醚、吗啡、阿托品，也包括了

大蒜、辣椒和龙胆。这种双轨式防治在《猪病防治手册》上也很明显。该书从抗

生素到针灸、中草药无所不包，还列举了超过六十种针灸穴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1971，189页。
29
 

针灸之所以能在畜牧业中推广，主要有三大理由，即高效的治疗能力、简便

的学习和应用，以及性价比很高。这与出自六七年四月《毛泽东语录》，且风靡

                                                        
29 这个图画与之下的关于中国兽医的资料是Julia Hauser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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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十分相配。 

传统中医知识流行一时，大跃进后赤脚兽医也便应运而生。“赤脚兽医”一

词最早出现于六十年代中期的《人民日报》。一般而言，他们的培训由一些专攻

农业的学校和兽医站承担。以下来自《人民日报》的段落就展示了江苏省于

1965-1968年间培训赤脚兽医的一些情况： 

「江苏省邗江县有一所“抗大”式的农业学校。这所学校，是按照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办起来。学生是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贫

下中农子女和城市插队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都经过一年至三、五年

劳动锻炼；也有少数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学校分农学和畜牧兽医两科，

学制为二年。学校没有教室，学生不离开生产队，不脱离劳动，以公社

为教学单位，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对学生考核的主要内容是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大搞农业科学实验

和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学生毕业后，一般仍在本生产队劳动，为贫下中

农服务。这所学校，从一九六五年三月创办以来，学生由六百九十人发

展到四千一百七十九人。其中，已经有两千六百人担任了农业技术员和

畜牧兽医。」 

该学校开张的原因是在岗兽医的稀缺，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生产需求，因此

必须注入新鲜血液，常驻公社兽医站工作。另一篇1969年五月十六日刊发的文章，

提到在公社和兽医站受训的医生。文中称： 

「公社设有兽医站，大队有防治员。这些“赤脚兽医”是从贫下中

农中选拔培养出来的。他们除了搞好生猪防疫治病工作外，还经常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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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养猪场的劳动和生产队的农业劳动。由于人人重视生猪保健工作，

做到生猪头头注射，小病早治，大病及时治，基本上消灭了猪丹毒、猪

肺疫、猪瘟三大传染，控制了猪喘气病，使生猪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有

力地保护了生猪的繁殖和发展。」 

    上述文字说明了大规模培训兽医对表明对保证未来家猪饲养的必要性；而这

些兽医都来自贫下中农。1975年《人民日报》上某文章显示，人民公社设立了大

量兽医工作站，生产队中小农民对兽医工作人人有责，且具备很高的阶级觉悟和

专业知识。生产队会指派专人登记病状，教给农民防治疾病的基本方法，并且特

别强调利用传统中草药。中药的好处是节省成本，方便治疗，由此而减少供给，

提高生产力（无名1975年12月12日）。据《人民日报》称，这类培训一般需要三

个学期，包括二十种以上牲畜疾病的知识，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和五十多个针灸穴

位（无名1969年7月19日，无名1976年1月2日）。 

    1975年，一位赤脚兽医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流程： 

「我就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伟大指示，说明治

好这头猪就是多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就能多积攒粪肥，就能为农业

学大寨打胜农业刮身仗贡献力量，育肥后送交国家，更是支援中国革命

和世界革命，我一定要尽全力把这头猪治好。通过学习使他增加了信心，

我更是加倍的努力，每天早晨天刚亮，我就去给猪打针治疗，中午放弃

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治疗，晚上劳动归来先到他家去治堵，天黑了就打

着手电去。晚间我就查找参考书，研究治疗方案，不断改进治疗方法。

就这祥一直坚持治疗十四天，终于治好了这头猪。他非常感动，他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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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象庆斌这样赤脚兽医，一心一意为我们贫下中农着想，真是咱们

的贴心人。” 」（李庆斌 1975 ， 11页）。 

在赤脚兽医的教学材资料中 — 人医和兽医 — 毛泽东思想的术语比比皆

是。赤脚兽医的角色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贡献社会主义。他们描述自己的经验和

成就也都十分生动朴实，经验报告更是如此。比如，七十年代晚期的出版物会强

调，建立的赤脚兽医队伍一定要“又红又专”。辽宁省锦州的一个兽医医疗站提

出： 

「赤脚兽医不但要思想红，技术上也要过硬，使他们有为人民服务

的本领。因此，都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效果就好。有的赤脚兽医

通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出治猪病的经验，就让他来讲解针灸，中草药和

土方治猪病的方法。也介绍外地先进经验，表演猪的胃管投药，猪的鼻

腔投药，电针麻醉手术技术等，灵活多样，形式活泼。赤脚兽医不仅能

治猪病马病，而且结合实践还进行科学实验，在我县形成了一支又红又

专的赤脚医队伍，活跃在我县畜牧兽医战线上，在畜牧生产和科学实验

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0
 

对赤脚兽医而言，不仅要熟悉医学知识，而且要熟知马、列、毛的经典著作。

如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所说，兽医必须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

践论》强调了知识与行动结合的重要性：“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

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因此，地方的人民公社办学习班时会同时宣传多

种知识，并且非常重视地方传统知识。一个典型的口号可以佐证：“中草药为主，

中西结合”。 

                                                        
30 锦县畜牧兽医站 1975,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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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表明，尽管毛泽东在这之前就曾主张科学与迷信之间是天然对立

的，却似乎没有对中医或中兽医构成影响（中医和中兽医也没有被文化化）。1940

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

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

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

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

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

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

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

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

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

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

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

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

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

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31
 

五六十年代，迷信理所当然地放在科学的对立面。例如，知萍在给《人民日

                                                        
31 毛泽东选集，第2卷，666－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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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一篇叫《不破迷信，不能前进》（1958年6月2日）的文章中主张，迷信会

阻挠生产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过去人们相信洪水是天罚，但是现在的研究发

现洪水由自然原因而起，而且可以通过防洪措施加以控制。《人民日报》上的另

一篇文章则提到，大跃进期间天津食品二厂立志于充分利用猪的浑身上下，不仅

产猪肉，而且要生产维生素、淀粉、制药原料。这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的科学方

法，利润高且有效率。(《大胆破迷信 刻苦钻科学 猪身出百宝 一用变多用》，

《人民日报》1959年1月9日)。 

这些例子说明迷信被与科学尖锐地对立起来。相应地，五十年代反对迷信，

尤其是反对风水、宗教习俗和祭祖的出版物大量涌现。
32
 其中包括一些专著，比

如《破除迷信问答》（1964年），《谈天说地破迷信》（1964），《谈谈破除迷信》（1963），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958）。当然也有期刊和报纸文章以及教科书。这些反迷

信运动在文革期间持续进行，各省都曾举办反对封建迷信的展览和批斗会。
33
 科

学的任务，则是为自然现象提供系统化的解答，也就是所谓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有趣的是，尽管中医和中兽医一度被当作封建产物，且不符合西方医学的标

准，两者却都被这些运动排除在外。这一事实引出的问题是，为何对科普的力量

如此深信不疑的中共竟能够容忍用理性和经验主义难以解释的中医？我们可以

通过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发展来理解这个问题。毛在其1937年的

《实践论》中 — 与《矛盾论》一同写出，以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文章— 

指出，知识依赖于社会实践，比如生产和阶级斗争： 

                                                        
32 参见《破除迷信 移风易俗 勤俭节约 便利生产  落一大队社员自觉自愿建立公墓  老贫

农现身说法揭露“风水”先生骗人把戏，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出自《人民日报》，1964年7月6

日。 
33 在浙江省，这些活动是由浙江科技委员会组织的，于1964年到1965年间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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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

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生活，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

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

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

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

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

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34
 

通过将认识论植入意识形态 — 即其生产方式决定思想模式的理论 — 毛

泽东对抗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论证显得颇有说服力。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这

两种哲学传统已经无法恰当地解释世界。一方面，理性主义贬低经验，主张理性

万能，经验无用；另一方面，经验主义者则在认知上卡了壳，执着于无止尽地收

集数据，却拒绝将其抽象化。这使得两者都堕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35
 然而，

如果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思想能够臣服于社会实践和群众路线，人类便可超越阶级

斗争的无常多变，而掌控自我。因此，强调劳动人民的经验使得中医和中兽医可

以被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背景，去除它们头上迷信的嫌疑。《猪病防治手册》

（1979）中就如此阐述道： 

「针灸疗法是我国劳动人民在与家畜疾病长期斗争中积累的丰富治疗

经验，也是祖国宝贵医学遗产的一部分。在旧社会，针灸疗法由于反动统治

                                                        
3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0页。 
35 引用毛泽东的话：“理性知识依赖于感性知识，感性知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知识，这就是辩证

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

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

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

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

认识）也是如此。”，出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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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百般摧残，不能得到发展。解放以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

下，特别是在毛主席关于“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崛，加

以提高”的光辉指示下，针灸疗法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36
 

其主张非常明确隶属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言，劳动创造了人类，其

影响地不仅仅是人类生理的进化，而且包括社会的进化。
37
 因为人类的活动与劳

动密不可分，由此，对任何行为的价值判断就都取决于其与劳动人民斗争的关系。

技术进步和斗争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同等重要。把中医和中兽医纳入进步的

思想体系中，不仅将它们与现代性的概念联系起来，还能避免二零年代式的迷信

指控。不过，毛时代兴起的中医和中兽医只是备选项之一，并非西医的对手。但

它们导致了一个双轨知识体系的形成，不同的认识论共存于其中。在临床应用上

谁受青睐则是个相当实际的问题，往往取决于乡土民情、资源多寡，以及执行的

便利。 

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表达了同样实用主义的观点。他

认为尽管西医被认为比中医科学，可是难以满足广大农村乡的需求。因此两者兼

容并包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召开文教大会，毛主席在这个会上对文教

工作指出了鲜明的道路，他说：“人民相当普遍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下，

仅仅依靠的少数机关部队的西医是不可能的。为机关部队服务是很重要，

西医比中医是更科学，但西医在这种情形下不关心人民，不为边区人民

                                                        
36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979，167页。 
37 恩格斯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第一次被翻译到中

国是在1928年，名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由陆一远翻译。有关这篇文章在中国的影响

可以参见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人民的北京猿人：20世纪中国的大众科学和人类认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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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更多的西医，不联合和帮助改造边区的一千个中医和旧式的兽医，

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帮助边区人民的死亡。」
38
 

共和国早期，政府建立起中医登记制度以进行行业监管，同时也执行改造中

医的政策。这被认为是消除中医之迷信因素的必要措施（如认为疾病由精神力量

引起的看法）。
39
 为此，政府也集中培训中医，教授弥补传统中医缺陷的诊疗方

法。让中医科学化，则是公开宣传的改造目标。
40
 1952年，国家卫生部下令统一

培训旧式中医，以提高他们的科学水平。
41
 中兽医也同样被纳入这一制度，《人

民日报》上署名乐天宇的一篇报导就提到： 

「在改造旧兽医方面： 我们为了牲畜死亡率相当的大， 农村畜力

的缺乏，极需要大量的兽医，但大量兽医的培养，不是短期所能作到的，

而且血清西药非常缺乏，于是我们进行了旧兽医的改造工作，使旧兽医

渐渐的科学化，利用其经验部分很快的就能为群众服务，我们在太岳、

太行、陕北等地区成立了三十四个兽医工作总站，每站又组织了医疗队，

每天能诊治牲畜五六百头以至二千余头，即是在这几十个兽医站内，每

年诊疗的牲畜也有几十万头之多，解决了一部分农村中兽医问题。」
42
 

1950年，某研究中兽医组织的小组总结认为，中国不能没有中兽医，因为西

兽医实在太少。
43
 论及多元知识体系得以被接纳的原因，经济需求当然是重要的

一环。但这个理由却过于简化。因为即便在文化取代政治的今天，有关中医是否

                                                        
38 朱琏,《我与针灸术》，《人民日报》，1949年3月14日。  
39 彭庆昭，华北防疫医疗队是怎样团结改造中医的？, 《人民日报》，1949年4月16日。  
40 参见潘兆鹏，《中医要走上科学的道路》，《人民日报》， 1950年7月25日。  
41 中央卫生部发出指示  组织中医学会等推进中医科学化, 《人民日报》， 1952年1月20日。  
42 乐天宇， 解放区的农业科学工作, 《人民日报》， 1949年8月27日；赵庆森，开展家畜防疫保

护牲畜健康, 《人民日报》，1949年8月18日。  
43 农大兽医实习工作站 召开会议总结工作经验,	
   《人民日报》，195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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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继续发展一题竟引发了远为激烈的争论。而且，必须指出，这一多元性的科

学观并未导致“相对主义的梦魇”，因为 — 从全球性视角观之 — 多元性其实

并不存在于科学史中。科学史领域从未盛行过后现代的转向。拜二十世纪普世科

学观所赐，这个圈子依然把科学简单地理解为西方科学。
44
 这就跟民国时期，把

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情形相差无几（见本文开头余云岫的观点）。然而，传统

中医的复兴，以及国家的支持 — 同时并不排斥西医 — 使得静态的科学概念多

元化了。抛弃单一的科学观，中国将其前西方的科学观请了回来。之前，根据席

文的说法，中国人有技术没科学。他们关于科学观并不系统，只是一些关于世界

根本法则的看法 — 通常所谓“道。”道内化于文人官员中，只需被重复激发。 对

欧洲科学家来说，这些准则并非不证自明，世界需要被探索，因为其对理解自然

界的运行极其重要。席文以沈括为例，论证他的著作部分符合现代科学观，部分

却又不符。因而，化学能够和炼金术和平共处，天文学也不反对占星术。各个学

科进水不犯河水，也没人发展出可以将其融为一体的学术，如亚里士多德式的哲

学。在中国的脉络下，区分科学和迷信并无意义。相应地，中国的“科学”也没

有欧洲式的精神与肉体、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中国的科学观并不排他，

而兼容并包。现实中，它的弹性却又如此之大，以至于时不时地放进来披着科学

外衣的伪科学（如50年代的李森科主义）。 

后毛泽东时代，世道已变。尽管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非主流形态的知识在

乡土社会以外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接受障碍。如中医和中兽医所示，只有当非西方

                                                        
44 这类思维会生发出一些典型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像欧洲一样）？”

参见林毅夫的《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这个世界性的观念来自于西方

势力扩张的作用，当时欧洲的军事和科技力量十分强大，被看作是西方科学的功效所致。殖民地

国家对西方科学的挪用要不因为全盘西化的要求而显得很激进，要不会因外国和本土科学形式的

融合而仅仅是部分的挪用。参见本杰明·埃尔曼（Benjamin Elman）的文章《世界科学对抗中国

科学：1850-1930年中国自然研究特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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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被融入西方的科学观， 纳入其代表的跨越时间、普世通行的目的论时，

才有可能被接受。这一步曾走得相当顺畅，因为非西方式的科学都对以进步为中

心的现代性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根据穆伊什·普斯通(Moishe Postone)1993年的

著作《时间，辛苦和社会控制权： 马克思的重要理论的重新解释》，我们可以说

这里所谓“现代性”只是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个独特的变种。如此“现代性”

下的科学 — 或不论什么其他的说法 — 都隶属于某一更加宏大的动力，或强

国，或实现现代化，又或仅仅是打着进步旗号的目的论。这也正是中医和中兽医

的现状。今天，它们不仅被再次“包装”进中国宝贵的传统（同时也“被科学”

着），也正被打造成一株面向全球市场的摇钱树。由此，我们再一次见证了这种

实用主义的心态，只要体系各异的科学好用、进步、又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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